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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政治妥协与宪制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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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亥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宪政意识。以制定国家宪法来限制个人权力滥用成为人们的殷切期盼与不懈
追求。各利益集团，特别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为代表的国会议员围绕国家宪法

权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然而，双方既缺乏协商的民主精神，也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最终导致了民国初年制宪理想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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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革命党人领导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不仅

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在民国时代的启蒙，而且

使共和宪政成为其时人们的殷切期盼与不懈追求。

然而，在宪政萌芽与新政权初创时期，人们想在利

益集团激烈的斗争中寻找国家民主进程的和平对

策，显然是困难和不太现实的。先是资产阶级革命

派依靠武力推翻了晚清政权，接着是具有丰富宫廷

斗争经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旧军阀袁世凯掌握了

民国政权，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刚开始，袁世

凯试图用法律的手段影响近代宪政的进程，以实现

其统治来源的合理性和权力扩张的合法性。但在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议员主导下的制宪会议

中，其宪制要求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幻想复辟封建

王朝、建立起君主专制政体的袁世凯不惜动用武

力，解散国会，致使民国初年的共和宪制陷入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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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和失败。

　　一　民国初年的政治妥协与革命党的宪制
预防

　　社会学家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对于两人都
不会利用对方的易受攻击性的相互信心。”［１］从某

种意义上说，信任是政治组织进行合作和民主协商

的基础，是推动国家和平治理的基本前提。然而，

民国初年的革命党、立宪派与袁世凯各怀权力扩张

心思，在政治斗争中时时展示着妥协的虚伪，在宪

制的权力架构中时时防备着他方的权力渗透，从而

使新生的民国政权与其宪制理想和目标渐行渐远。

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封建主义的灭亡和资

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孙中

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领袖，领导着中国

近代的宪制改革和民主思潮。但资产阶级所固有

的阶层分裂并没有在事实上形成以孙中山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稳定的政权基础。１９１１年底，
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当选，但各方围

绕临时政府组织是采取美国式共和制还是法国式

责任内阁制进行斗争，互不相让。虽然最终以美国

式共和制占据上风，但在共和政体的组织形式上已

然埋下了隐患和冲突的种子。在各种政治势力的

纠缠和武装集团的军事威胁中，革命党人很快丧失

了自己的阵地，将刚刚获得的民国政府权力拱手让

渡给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兴军阀势力。在国家

权力结构上，被迫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资产阶级革命党以法律的正当程序放弃了国家

领导权。虽然这种政治妥协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

大总统的过程中获得了袁世凯赞成共和政体的口

头承诺，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足够的军事与政

治实力确保袁世凯兑现其承诺。

革命党人以限制个人权力为目标的制宪行动，

必然会影响到政治主体双方的制宪、护宪立场与宪

政道路选择。双方缺乏政治互信的合作导致的政

治对抗突出体现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与

废除中。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革命党人并不

相信袁世凯的政治品格，在立宪过程中试图以国家

宪法的形式防备袁世凯的权力扩张与滥用。其明

显案例就是革命党人一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

规定的总统制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

制，试图将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从原初设计的临时

大总统转移到内阁手中，通过在参议院中占据多数

席位的同盟会成员控制议会的立法权力，以实现限

制临时大总统行政权力的目的。在责任内阁制下，

总统权力受到了极大限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

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但

任命国务员及外资大使、公使，须由参议院之同

意”；“国务员于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公

布命令时须付署之。”临时约法还增加了对临时大

总统的弹劾权。总体而言，“国家的大政方针都由

参议院决定，由临时大总统并国务员负责执行；行

政机关的重大决定均须由参议院同意”。［２］１３１显然，

革命党人的目的就是试图限制袁世凯，以防止其利

用个人权力作出从根本上变更政权性质的决定，从

而使袁世凯成为了“虚君”，这种“共和”与孙中山

曾经力主的总统共和制做法大相径庭。有学者认

为，从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与其说是制度上的选

择，不如说是权力斗争的需要”。［３］这种权力斗争所

导致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各方相互产生强烈的

政治对抗意识，并制定了相应的宪制预防措施。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

国家政权初建时更是关系到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固，

不应轻易更改，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者试图

以合理的宪法形式达到限制袁世凯个人政治野心

的目的，对其进行了修改，所修条款处处透露着防

范袁世凯的政治企图。这种行为“表现出立宪的随

意性，也暴露了《临时约法》的虚伪性……这种因人

设法的随意性的做法，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开了一

个很不好的先例：根据立宪者需要而随意修改宪

法”［２］１３６，从根本上违背了保持宪制稳定的法治精

神。虽然随后革命党在与袁世凯的“约法三章”中

被迫做出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但这种暂时性的政治妥协并没有隐藏他

们对袁世凯的极端不信任，也没有换来袁世凯对革

命党的信任与好感。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只是将

他作为一个推翻清王朝的工具，并没有真正选举他

为民国共和总统的真实意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约定责任内阁制完全是为了限制他个人作为总统

的权力。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地位得到

了巩固，他一改过去对革命党人的容忍，着手修改

甚至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实现其威权统治

的合法化。而革命党武力讨伐袁世凯的愿望落空，

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宪法的力量进行制衡，但这种既

缺乏民众广泛支持又缺乏军事力量保障的制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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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显然没有什么约束力。双方在各自的权力

幻想中都具有了修宪的意愿，只不过心怀不同的目

的而已。制宪议员吴宗慈一言以概之：“其实临时

总统袁世凯对于临时约法束缚极感不便，思于宪法

根本纠正。国民党以国基初奠，袁世凯野心跃跃，

亦思于宪法严厉预防之。”［４］８６但不管怎样，双方利

用宪法和法律制约或强化总统权力的期望使和平

立宪成为双方的共同追求，民国初期的社会也因此

获得了短暂的政治稳定和和平制宪的机会。

　　二　国会制宪权的追求与袁世凯的帝制反攻

通过和平立宪方式获取最大化的政治权力，以

维护民国政权合法统治的象征和符号，缓解民众对

权力衍生的指责是袁世凯和北洋政治集团追求和

平立宪的最大动力。在辛亥革命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袁世凯凭借个人的强制手段，实现了权力的和

平更迭，但其权力统治的合法性一直倍受争议。在

“宪法、国会、总统、内阁这些形式，以及选举、立法

等程序已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和符号”［５］的情况

下，袁世凯采取暴力的方式野蛮扩张权力的做法，

显然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也不符合袁世凯当初逼迫

清帝退位并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获取统治权威性和

合法性的愿景。袁世凯曾公开表示，只要宪法对于

总统权力“无牵制过甚之弊”，那么无论是总统制还

是内阁制，他“均无所容心于期间”。［４］８５他对其心

腹杨度说：“假如他们（国会）不坚持责任内阁制，

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６］１６０在袁

世凯的政治信条中，只要国会制定的宪法赋予大总

统以统治实权，他将支持宪法的和平制定与实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袁世凯会被动地接受宪法所规定

的不利于其统治力量扩张的权力配置。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利用种种手段首先

破坏了其与革命党人达成的“约法三章”，将临时参

议院和临时政府一同迁往北京，开始摆脱革命党人

牵制总统权力的第一步，这种做法加剧了双方的政

治猜忌。面对革命党人出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和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情况，他提议由唐绍仪

组阁，企图打造“亲袁内阁”。然而，唐绍仪不仅没

能与他建立统一战线，反而加入同盟会，坚持民主

宪政，试图建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制，这与袁世凯个

人集权思想是不相容的，唐绍仪内阁很快倒台。随

后，国民党提出“绝对政党内阁”的主张，极力号召

建立“一党内阁”。让袁世凯害怕的是，在这一主张

下的国民党获得国会参、众两院全部８７０席议席中
的３９２席。这使袁世凯感到了虚位的危险。他对
杨度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

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用位子

上。”［６］１６３于是，他通过暴力和血腥，扼杀了革命党

人掀起的“二次革命”，枪杀了坚决主张内阁制的宋

教仁，制造了和平制宪道路上的惨案。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掌握了民国政权，并且借势提出先进行总统选举后

制宪的主张。在袁世凯组织的数千人“公民团”的

逼迫下，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提议，于１９１３年
１０月６日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
统。袁世凯虽然掌控了政局，但对于权力合法性来

源的追求使他对国会的立宪活动表现得相对克制，

其不断以和平与理性的方式同国会议员们展开权

力争夺的周旋与博弈。在制宪会议起草“天坛宪

草”的三个半月时间里，袁世凯并没有过多地干预，

也没有以非法的手段强迫国会改变宪制内容，国会

议员们的制宪工作基本上是在比较平和与稳定的

环境中完成的。即使在国会宪法会议违背《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中关于法律公布权专属于总统而于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４日发布《大总统选举法》时，袁世凯
也仅在１０月１８日咨文宪法会议指出，根据《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第２３条和３０条，“民国议会，对于
民国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宣布

权。此为国会组织法所规定，铁案如山，万难任意

摇动”［７］１０１，重申总统的宪法公布权。从当年的 ８
月至１０月，袁世凯５次提出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
的意见，企图恢复总统制，都遭到国会和宪法起草

委员会拒绝。袁世凯甚至委托一些政界名流，如梁

启超、周自齐等人“疏通意思，冀于草案有所改正

也”［８］，以寻求政治妥协。但他的这些请求没有得

到国会议员们的响应。

当袁世凯认为自己用尽一切合法手段，其所实

施的妥协政策无法达到目的和对于宪法上希望几

乎断绝的情况下，他重构了“欲挽回宪法，非破坏宪

法会议不可，欲破坏宪法会议，非破坏国会不可”［９］

的恶性循环。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袁世凯一改过去
对国会保持克制的做法，指责由国会通过的《中华

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为非法，并致电各省都督及民

政长官，公开反对宪法草案，指责宪法草案之制定

悉为国民党议员所破坏，所定条文“违背共和政体

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７］１０２，要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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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长官群起攻击。各省军政长官迎合袁世凯意图，

纷纷回电，主张解散国民党、国会以及宪法起草委

员会。面对袁世凯对抗式的诘难，宪法起草委员会

依然坚定地通过了贯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阁

制路线的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草案”，史称

“天坛宪草”。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４日，袁世凯下令解散
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党籍议员资格，导致国会半数

以上议员空缺，不足法定开会人数，无法对“天坛宪

草”进行正式讨论和通过，“天坛宪草”流产了。

１９１４年１月１４日，袁世凯武力下令停止国会
议员职务，第一届国会瓦解。３月１８日，袁世凯提
出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３月２０日，袁世凯
向“约法会议”提交了《增修临时约法大纲》７条，认
为实行约法是国家开创时代的事情，而宪法则是守

成时代的事情。“约法会议”接受袁世凯的意见，很

快完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改稿，并将修改后

的“临时约法”改名为《中华民国约法》，其宗旨“在

于增加总统之权力，减削议会之牵，与临时约法

之精神完全相反”［４］９１，这集中体现了袁世凯的个人

意志，为他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１０月２７日至２８
日，“约法会议”先后通过了《立法院组织法》和《修

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１０年，连任
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等。至此，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

终身制之独裁元首。［１０］２３５然而，帝制刚建，宪法草案

还未出台，袁世凯即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死于自己
编织的权力幻想中，宪法起草委员会也随之流产。

　　三　制宪议员立场幻想与民主宪制的失败

“宪政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寻求一致协调、解决

冲突的有效的政治机制，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达到某种程度上

的利益平衡。”［１１］按照建国宪法制定的一般原理，

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与妥协是建立国家宪政

模式的根本手段。因为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

团）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

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

互妥协的产物。”［１２］无论在哪个宪制国家，协商与

妥协都是立宪过程中的一种常态，是解决权力冲突

与争斗的有效途径。

美国的建国者们通过创造“康涅狄格妥协案”

和“五分之三条款”，有效解决了南北各州众议院代

表问题，为搭建美国《联邦宪法》和构建现代民主国

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涅狄格妥协案”和“五

分之三条款”被称作是“伟大的妥协”，其内容是在

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舍曼提议下，议会分成上下

两院，众议院中每个州的代表数目由州内自由民加

上五分之三的奴隶数目决定，参议院中每个州都有

两个代表，由州议会选举。这个方案使得人口较少

的州可以在参议院中占有与人口大州相匹配的权

利。“康涅狄格妥协案”基本解决了广受关注的奴

隶代表权问题，实现了南北双方在政治上的妥协，

这种妥协是双方利益的对等出让，是保持尊严又充

满建设性的妥协。

社会不和谐与政治冲突常常被认为是有效治

理的天敌。［１３］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本身并不缺乏

和谐的理念与妥协的政治智慧。但在民国初年的

宪政改革中，中国社会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博弈始终

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辛亥革命后所宣扬的民主

共和观念虽然受到赞成，但并未成为全社会普遍认

同的政治准则，更难以作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政治

信念。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代表的宪法规范

虽然实施了，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个人意愿

或政党利益历经修改，已经失去了其宪制的本初价

值，成为各方政治力量开展权力斗争的工具。按照

美国制宪的妥协方案，要解决这些宪法制定过程中

所出现的尖锐矛盾，除了一个利益各方都可接受的

方案外，还需要一群有着社会影响力、能代表各方

利益的贤明人士来主导宪法的制定。而１９１３年制
宪会议的主导者是一群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他们并不具备广泛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代表性，也

不具备立宪的政治智慧。这些人除了部分人短暂

地担任过临时政府、地方都督府官员和临时参议

员、省议员外，有三分之一是直接从学生过渡到议

员，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地方政府管理的经验，“也不

是什么重要的有决策影响力的人物。”［１４］２５８

“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充满着

人治的理想，缺乏法治的内容。”［１５］这样的人治社

会再加上这群议员们在政治上的个人愿望、经济上

的自利追求和宪政的浪漫主义，使得他们难以与袁

世凯达成制宪的妥协，实现权力的平衡分配。他们

在处理错综复杂的情况时经验不足，立场偏激，怀

抱理想却不知协商、不易妥协，无法应对复杂的政

治局面。在宪法的制度设计中，他们害怕袁世凯独

裁，在宪法中处处限制他的行政权力，自己却不愿

接受任何制约，幻想成立一权独大的超级国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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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幻想带来的天然优势让议员们以一种近乎执拗、

妄自尊大的方式，采用了一种“畸形的、存在严重结

构性缺陷”和“并不符合宪政制度原理”的“极端议

会制度”［１４］９８，将宪政本该有的基本民主抛之脑后，

导致无法在制宪过程中凝聚民众力量以对抗袁世

凯集团的权力压制。民国初年，掌握政权的是以袁

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这是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

度变迁的主要力量和宪法应当确定的利益集团。

制宪委员们显然忽视了这一基本的宪法制定权力

架构，以一种封闭性的国会制宪模式，追求所谓维

护自身利益的民主制度，拒绝与袁世凯达成任何妥

协。事实上，从一开始，虽然袁世凯有着极力扩张

自己总统权力的愿望，但其依然寻求在民主、法治

范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推行自己的统治，但国会

的不妥协和议员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把他完全推向

了宪政民主的对立面。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制宪委

员们的妥协就一定能换来袁世凯的和平制宪和中

国宪政的一帆风顺，但至少可以设想，双方的协商

有利于推进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并将为后世的宪

法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这些政治活动分子从属和认同于各种政治制

度的程度。”［１６］除自身缺陷外，议员们并没有能团

结一批能够团结的力量，导致在制宪进程中孤军奋

战。再加上他们本身对于民国诸多政治制度也没

有达成一致，更谈不上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普遍认

同。他们忽略了宪法制定的规则在于确定和维护

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更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权利诉

求，所制定的宪法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自然也难以

得到人民的支持。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探讨依法治国、依宪治

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时候，不能忽视民国初年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次

尝试，更不能忽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因为民国宪政

实践不仅是中国宪政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更对我

国实现依宪治国的法治中国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借鉴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宪政未能

取得理想效果，不在于文本或模式是否先进，而在

于异域宪政文化与中国国情没能实现协调和统一，

在于“宪政之于中国，则恰恰是在不具备发育土壤

甚或排斥之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１７］。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抹杀“清末民初是中国尝

试以政党来从事政治参与的萌芽阶段，失败的结

果，不能减损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意义”［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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